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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與經濟的思索：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的跨學科對話

張育銓
＊

摘要

Immanuel Wallerstein(1991: 218-226; 1995:839-840)在反思社會科學的發

展史與相對的限制時，認為社會科學的創新不是透過跨學科，而是透過分裂與混

交的雙重過程。在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史上，因不斷產生知識與知識專門化，出現

許多新的領域與次學科，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分裂與混交的歷程是如何進行，在

學科內與跨學科之間有什麼樣的採借與修正的辯證過程，本文在這樣的問題意識

下，以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發展為脈絡，並以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做為跨學

科的對照與對話的起點，以釐清這樣的辯證過程。

本文發現，在1980年代之後，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互相向對方的學科界

線及研究成果靠攏。這樣的轉型具有多層的意涵，其中以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

解以及對學科預設的突破最為明顯。儘管目前透過實驗經濟學產生人類學與經濟

學的合作機會，但在議題上卻無法展開彼此的理論對話。本文提出遺產經濟做為

兩個學科共同研究的議題，以深化分裂與混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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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Dialogue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Economics

Yu-Chuan Chang *

Abstract

Immanuel Wallerstein(1991: 218-226; 1995:839-840)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and 
limit of social science, he consider the innovate of social science is not through trans-
disciplinarity, but through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
ogy, the root cause of knowledge and knowledgeable specialization result in lots of new 
research field and sub-disciplines. In the plentiful development, how do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work out? What is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of borrowing and modifica-
tion between intra-discipline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The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between Economic Anthropology from Anthropology and Cul-
tural Economics from Economics.

The paper present the special tendency, after 1980,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Economic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at the discipline compass and research 
result from each other. This transition have multi-meaning, special in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nd economy, emerging more closer problem consciousness 
to each other, exploding the presupposition of discipline. Although Experimental Eco-
nomics make a good cooperative opportuni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but it 
couldn't expand dialogue's depth in mutual item. The paper offer Heritage Economy to 
be the mutual item for the possibility of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Keywords:  Economic Anthropology, Cultural Economics, Interdisciplinarity,Heritag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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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任何經濟活動都鑲嵌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經濟活動更是文化的具體表現

(Granovetter, 1985, p.69-93;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 p.1-47; North, 1981, 

p. 47-59; Polanyi, 1958)；亦即，經濟運作出一套可辨認的價值、價格與交換系

統，而文化活動也無法脫離特定時空下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的總體關係。這

樣的系統與關係在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Scott, 1997, p.39-58)的趨勢下，文化

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動能呈現更頻繁、更密集、更動態的文化與經濟互動。

人類學發展出經濟人類學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領域介於經濟史和經濟學

之間，探討經濟活動的文化構成。相對的，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也處理文化與

經濟的問題，不同的是，經濟人類學透過經濟學角度探究文化中的經濟行為，文

化經濟學則直接把文化視為經濟項目中的主體與商品，兩者在認識論與本體論皆

具差異。以往，這兩個學科的對話集中於基本概念與基本預設的引用，很少深入

到理論探討與修正。但是，1980年代後，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各自對母學科

理論預設的修正歷程中，呈現兩個學科越來越接近的理論取向，筆者認為，應該

可以找出更為相互採借與批判的地帶，產生更多跨學科整合的可能性，而這種可

能性必須回到學科的發展脈絡，透過不同理論的辯證歷程才能讓整合的契機獲得

釐清。

貳、經濟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

經濟人類學是人類學領域中，相當重要且發展甚早的次領域，許多研究成

果與概念已經成為民族誌中的不可或缺的項目。底下以1980年代的學術辯論為劃

分，討論不同時期對經濟學的引用，與不同年代的研究議題轉變，以及對母學科

的貢獻和衝擊。

一、1980年代以前的經濟人類學

經濟人類學對「何謂經濟」的討論，直到二次大戰期間，針對西方經濟體制

提出質疑後，才有比較完整的論述；包括Bronislaw Malinowski(1922)透過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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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群島的研究，提出原始社會多樣的交換經濟形式，駁斥進化論過度簡化為僅

有以物易物的看法。Marcel Mauss(1954)透過禮物經濟的普遍性，論證理性計算

的經濟理性是近代的觀念。Karl Polanyi(1958)則將人類的經濟區分為形式論(For-

malism)與實質論(Substantivism)的差異，並主張所有的經濟行為不能脫離社會的

制度而存在。這些研究引起實質論與形式論的論戰，兩派最大的爭議在於：以西

方工業革命為背景的經濟理論能不能適用於解釋原始社會的經濟？

1970年代實質論與形式論的論戰，根源於兩派對經濟的普遍意義的假定不同

(黃應貴, 1974; Cook, 1966; Godelier, 1977)。實質論從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角度，認為經濟是讓社會滿足物質需要的方法，制度為達成目標的

努力，強調交換模式(Dalton, 1969)。因此，經濟不是一個單獨的領域，而是鑲嵌

於地方文化系統(Wilk, 1996)與社會組織類型(Granovetter, 1985)。而形式論依循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觀點，基於理性行動與決策的邏

輯，透過對稀有資源的配置達到效用最大化的模式來解釋行為(Schneider, 1974)。

兩學派除了引用經濟學理論來支持各自對經濟的看法外，也加入當時新興思潮來

延伸雙方的論戰，擴大各自的理論適用性，也擴大論戰延伸的範圍。特別的是，

當人類學的實質論與形式論從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不斷獲得理論支援

時，在經濟學內部卻發展出文化經濟學來批判這兩大學派的基本預設，導致1970

年代兩個學科還未能發展出實質的對話。

許多學者試圖跨越實質論與形式論的界線，尋求整合的可能。如Mary Doug-

las(1962)論證工作組織和消費水準的經濟模式之間的相似，與親戚和政治的社會

類型有關。Jack Goody(1967)顯示非洲和歐亞大陸在分工的類型，以及商品的交

換之間與其他社會、經濟和技術差異緊密相關。Chris Gregory(1982)呈現新幾內

亞高地社會的經濟與交換、結婚、政治權力的類型相互關連。Douglas則與經濟

學家共同研究，證實不同類型的社會結構會引導出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偏好(Doug-

las and Isherwood, 1979)，並且對風險有不同的知覺(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說明個人與文化之間互為主體的經濟模式不僅存在，更具有多種可能性。

Marshall  Sahlins(1976, 1981, p.31, 41)認為，西方社會對肉和布不同類型的偏

好，反映出其文化類型的影響；而原始的夏威夷社會接觸歐洲和北美的反應，也

呈現出其文化類型的影響，夏威夷人不僅期待從事交易，也呈現出不同地位和性

別的人，對不同進口商品的個人偏好。然而，這些整合研究卻遭受新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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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

新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質論將經濟視為維繫社會所有事物的面向，卻沒有任

何維繫社會的事物被確定為經濟(Cook, 1973, p.809)。再者，實質論對原始和現代

經濟的嚴格區別有問題(L. Prattis, 1982)；交易模式的限制條件是情境的而不是系

統的；一些普遍性的價值觀跨越不同社會具有可能性(Plattner, 1989)。新馬克思主

義也認為實質論對事實的社會建構太理想化，並且對個體在影響生計的選擇時，

所面對的外部限制的分析太過薄弱(Gudeman, 1978)。目前大多數文化被整併到全

球資本主義系統中，儘管人們會保留他們現存的世界觀，普遍模式仍可被用於解

釋世界其它地方的動力。新馬克思主義也批評形式論提出效用最大化的預設是套

套邏輯(S. Prattis, 1989, p.212)，Stephen Gudeman(1978)認為經濟人類學家不斷

地「找到」人們表現出「理性」的案例，是因為形式論者的模式引導所致。

1 9 8 0年代許多研究試圖為 1 9 7 0年代的爭議尋求新的出路： C l i f f o r d 

Geertz(1984)透過爪哇鄉村經濟變遷的個案，比較並評估形式論、實質論、新馬克

思主義，先以它們個別提出的解釋與假設，再用經驗數據測試它們。這種比較評

估模式被應用在其他研究上，例如新幾內亞高地的交易類型(Gregory, 1982)，而

Christina Gladwin(1979)及Peggy Barlett(1980)則評論不同理論類型之間詮釋能力

的差異。這些研究除了把不同理論取向進行比較外，也給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重新

定位，等於宣告實質論與形式論的論戰在1980年代末期劃下句點。

二、經濟人類學對文化實踐的思索

基於西方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模式而展開的經濟人類學研究，採用西

方理性主義模式詮釋不同文化中的交換體系，認為交易、貨幣與市場組成經濟制

度，構成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特徵。針對這樣的研究模式，一九六O年代許多學

者認為經濟學具有深刻的西方文化侷限性，是西方文化的表達，不能詮釋其他文

化的事實。於是，經濟人類學的研究便開始側重於對原始的狩獵採集民族的世界

觀與西方文化的世界觀的民族誌比較分析，並且強調生產在實質與象徵的交換所

形構出的關係，以及伴隨的權力關係。這是經濟人類學擺脫西方經濟學的文化預

設，並且專注文化價值體系研究的起點，卻也同時導致經濟人類學只分析經濟現

象而不重經濟理論，使得跨學科合作出現僵局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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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類學對全球化的文化變遷研究，集中在第三世界對外來經濟因素的衝

擊與適應，尤其金錢概念的轉變與適應(Akin, 1999; Bloch, 1989; Brison, 1999)，

並針對外來文化媒介對價值觀與交換系統的衝擊 (Acheson ,  1985 ;  Bohannan , 

1955; Kingsolver, 1992)、文化商品化對文化的衝擊(Appadurai, 1986; Kopytoff, 

1986)、當地適應策略(Straight, 2002; Taussig, 1980)等問題進行探索。其中，透

過金錢所延展的議題，只是反應經濟學中的交易面向，除了分析面向過於狹隘

外，仍舊試圖將經濟含納在文化範圍中，做為變遷的依變項。這僅僅是將經濟從

生業方式的生產面，轉移或擴充到交易面，形成交易媒介而已，相對於其他社會

科學，則較少當代消費的研究。

1980年代起，經濟人類學認為，經濟現象是歷史脈絡中，由經濟結構的動

力與原有社會文化的特色共同締造，將分析角度定位在客觀的結構如何為人們主

觀的理解，也就是主觀能動性與經濟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Jane Schneider 

＆  Peter Schneider(1976)發現西西里島的黑手黨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當地傳統

價值觀相互交融的結果。Michael Taussig(1980)以哥倫比亞的勞工及玻里維亞的

錫礦工人，探討他們如何以傳統信仰，理解並轉化資本主義帶來的異化。Sidney 

Mintz(1985)透過蔗糖生產和消費發展，說明蔗糖轉變的歷史過程。Sahlins(1981, 

1994)指出夏威夷人將庫克船長視為神，從而轉變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1980年代

末期，Christina Toren(1989)以斐濟的飲錢(drinking money)指出，市場經濟傳入

後，貨幣並未摧毀反而延續當地的政治秩序。Janet Carsten(1989)以蘭卡威的煮錢

(cooking Money)說明，婦女把丈夫從聚落外賺得的錢幣購買食物，透過煮食與各

家戶分享的過程，將家戶內的運作邏輯外延到聚落。Watson Watson(1997)說明麥

當勞的運作方式，如何被不同區域文化重新詮釋與操作的歷程。這類研究賦予文

化更積極的角色，強調當地人觀念、文化結構與意義體系。Andrew Sayer(1997)

認為這類研究將經濟與文化相對自主地對待，發展出當地人觀點下的「文化經濟

學」(Cultural Economy)。筆者認為，Sayer的「文化經濟學」並非經濟學的文化

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s)，這個詞彙是為了與經濟人類學做出區別，在性質上

比較接近John Clammer(1978)所指稱的新經濟人類學(New Economic Anthropol-

ogy)。

Clammer(ibid., p.17-18)以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透過生產模式與依賴

理論從事發展研究，認為新經濟人類學可以彌補傳統經濟人類學與經濟發展問題



 
 
 
 
 
 
 
 
 
 
 
 
 
 
 
 
 
 
 
 
 
 
 
 
 
 
 
 
 
 
 
 
 
 
 
 
 
 
 
 
 

 

對文化與經濟的思索：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的跨學科對話

-  81  -

之間的落差。強調面對發展研究時，必須回答更根本的問題，如「何謂發展」。

也強調新經濟人類學必須跨越人類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學科界線。之後，Clam-

mer(1987)更強調重新思索莫斯的認識論問題，並將理論視野轉換到更廣的政治經

濟學與象徵論，與對日常生活實踐描述的民族誌。儘管Clammer(1978, 1987)試圖

橫跨鉅觀與微觀以及跨學科，並提出知識論的問題，但是，僅集中在法國新馬克

斯經濟人類學的脈絡，導致對新議題的回應能力受到侷限。

新經濟人類學並非一個學術上被普遍認定的詞彙，但是它所代表的時代意

涵，卻是明確的。如黃應貴討論經濟人類學的轉變時提到：「1980年代以來所謂

『經濟人類學』研究雖各有不同的著重點，但都注意到經濟現象的外在歷史客觀

條件，以及被研究者主觀的文化視野，如何相互界定、發展出人的活動」(1993, 

p.134)。黃應貴在全文中僅有這一次特意在「經濟人類學」這個詞彙加上引號，依

該文的脈絡推敲，可以視為經濟人類學新研究取向的起點。

黃應貴以「經濟人類學」的詞彙，期待會有新的理論契機出現。但在十五年

後，他發現經濟人類學所建構的並不是經濟理論，而是社會理論(2008, p.261)。

於是在新近的論述中，他對1980年代後的經濟人類學新發展，改以文化經濟學

(Cultural  Economy)一詞來取代「經濟人類學」，用以描述自一九五O年代以來

的經濟人類學分支，並將Mauss視為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濫觴，而The Gif t是第一

本「文化經濟學」１的民族誌。Taussig的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一書則是文化經濟學的開端(同上引: 263-264, 268)。也就是說，黃

應貴透過次學科發展史的角度，將當年所指的「經濟人類學」研究思潮，上溯到

一九五O年，同時也把研究範圍限定在更為狹義的範疇，尤其將消費與物質文化研

究視為經濟人類學的新潮流(同上引: 267, 275)，不屬於一九九三年所提出「經濟

人類學」的範圍，也摒除在二OO八年所提的文化經濟學之外。因為黃應貴認為，

文化經濟學透過「文化」探討「經濟」，最後能夠處理的反而是文化，而非經

濟。這是由於文化理論中，具有文化特殊性與人類理性之普同性的內在矛盾，這

種內在矛盾往往造成文化與經濟的對立，以至於文化經濟學的探討往往忽略經濟

行為本身，最後導致它的沒落(同上引: 281)。

無論黃應貴是在「經濟人類學」的範疇下，認為新的研究取向可提問知識論

１　引號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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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質論的問題(1993, p.164)；或者是在文化經濟學的架構下，認為新自由主義

經濟的性質與新的文化形式是未來可能發展的新方向(2008, p.280-281)。黃應貴在

兩個時期對經濟人類學的範疇與未來發展的不同解讀，正好符合經濟學中新文化

經濟學的主要問題意識，而這正是本文以經濟人類學的發展脈絡思索與經濟學跨

學科整合的起點。

參、文化經濟學與新文化經濟學

相對於人類學的研究取向，經濟學則發展出文化經濟學的次學科領域，引入

文化因素作為經濟思想的約制或對照，底下以對經濟學的批判與對經濟本質的思

索，區分文化經濟學與新文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探討。

一、文化經濟學對經濟學的批判

經濟學分析重要的基本預設包括：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經過選擇的，並且以理

性決策與資源有限與缺乏為前題，也假定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等核

心因素(Henrich et al, 2001; Kagel and Roth, 1995; Samuelson, 1947)。這些預設

中最受批評的是，缺乏對文化因素的考量。

Fukuyama Fukuyama(2001, p.16)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即使擴展到新制度經

濟學時代(實質論的經濟學理論來源)，也無法對文化價值觀層面的深刻轉變做出

分析。Throsby Throsby(2003, p.11, 18-19)也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沒有文化脈絡的學

科，它是在一個既不被任何文化現象所決定，亦不以任何文化現象為條件的世界

中運作。然而，經濟的驅動力是個人主義的，而文化的驅動力是一種對群體經驗

或集體生產消費的渴望，對組成群體的個人而言，這些因素不可能完全被排除。

同樣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形式論的經濟學理論來源)重視勞動力、資本和原物料

的投入對生產的影響，而對知識和技術等文化要素和文化力量的投入，認為是外

在的，並非主要的因素(Owen-Vandersluis, 2003)。例如諾貝爾獎得主Paul Samu-

elson(1947)把民族傳統和文化潮流視為一種制約世界經濟的元素，認為經濟衰退

很大程度上在於各國的傳統、價值觀和政治狀況。儘管薩繆爾遜提出經濟與文化

不可分割的看法，但是薩繆爾遜把文化視為經濟成長的純制約元素，窄化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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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經濟學面對研究消費行為時，經濟學家開始修正將消費者視為給定的、無法

形容的、不能分析的等預設。如關於消費者習慣養成和上癮的研究，著重消費者

喜好受消費過程的影響(Becker and Mulligan, 1997; Messinis, 1999)。Sarah Ow-

en-Vandersluis(2003)則檢視福利經濟背後的道德基礎，以及文化政策中常採用的

社群方法作為規範的基礎，說明對待文化所採用的不同方式，是面對各種價值在

競爭之下所做出的選擇。筆者認為，這類研究若從學科史與知識論的角度，可以

解讀成經濟學藉由對消費者與公共財性質的福利經濟的重新界定，試圖透過個人

與文化的關係以及群體與經濟的關係，巧妙地跨越到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上做為新

的論述起點。

經濟學家逐漸意識到文化不是給定的，且文化不適用於既有的經濟學價值理

論模型，為解決日益受重視的文化議題，發展出文化經濟學以釐清經濟行為中的

文化因素，並從母學科的預設中發掘產生限制的因素，研究文化差異對經濟思想

與行為的影響。例如Owen-Vandersluis(2003)認為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

文化本身，而是生產文化、供應文化和使用文化的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經濟現

象，從文化理論與經濟理論的相互結合上來考察文化商品的運動、變化和發展的

客觀規律。換句話說，文化經濟學主張文化生產的過程是主動的社會建構、再現

和詮釋的過程。儘管文化經濟學對文化的看法已不是簡單引用文化功能或類別分

析，已邁向多元文化的主觀價值詮釋與建構。可惜的是，文化經濟學在這方面的

努力並未受到經濟人類學的注意。

二、新文化經濟學對經濟本質的思索

文化經濟學在累積大量研究後，因研究對象、理論模式、分析方法上的差

異，逐漸區別出舊文化經濟學與新文化經濟學(New Cultural Economics)(Klamer, 

1996, 2003)。舊文化經濟學主要應用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典範和方法論，以文化產

業和文化政策為研究對象，認為以利潤為主導的經濟範疇中，文化成為可買賣的

財貨或商品(Keat, 1999, p.92-111)，納入企業管理、市場行銷與政策規劃(Lewis 

and Miller, 2003)。舊文化經濟學是經濟人類學比較熟悉的領域，因為符合經濟人

類學對生產、交易、分配的思考架構，尤其是透過金錢的概念將文化商品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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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雙方的互動關係、文化經濟產生的經濟效益與對文化的衝擊等面向。相對地，

經濟人類學較為忽略新文化經濟學對文化價值觀的討論。

新文化經濟學將文化具體化為價值觀體系進行經濟學分析，認為價值觀體系

提供人們如何取得回報和避免代價的解釋，不僅指導人們的行動，而且能夠節約

人們決策的成本，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價值所在。例如Fukuyama(1995)分析公共

道德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時，認為當利潤最大化被視成普遍的經濟行為規範後，文

化商品的生產就會依據這種規範來進行，但重點不在於生產什麼樣的文化商品，

而是建構出一套文化生產的意識形態。同樣的，Douglass North(2000, p.119-120)

指出要超越個人主義的狹隘數值計算，建立更接近現實的預設，強調意識型態對

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影響。Zukin Sharon(1995)從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y)

的角度解讀文化產業對先進國家的都市再生，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對抗資本主義工

業剝削的生存性策略，除了復甦地區經濟，也活化文化生活價值。Dominic Pow-

er(2002)也認為透過文化經濟產生的文化相對自主性可以使得原有文化與經濟的緊

張關係趨於緩和，文化變成經濟的資源，而經濟也成為文化的一種形式，改變文

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增強文化的影響力。John Howkins(2001, p.xiii)與

Richard Caves(2000)則從英國的實例中說明：文化產業對知識以及創意的需求，

除了帶動對文化的重新思索與定位，並進一步重塑文化的價值觀。因此，新文化

經濟學認為，觀念是生產與消費行為最根本的規範，這種行為規範如果沒有相應

的道德或價值觀念做基礎，商品生產就不可能存在。

當新文化經濟學引入文化概念以修正經濟學理論預設時，許多經濟學家透過

文化概念，質問何謂經濟，試圖彌補經濟學以理論模式解讀現實社會時，因過度

條件限制產生與事實無法完全吻合的困境。因此，當新文化經濟學提問文化為何

時，其實是在提問有關經濟學本質論的問題，這一點正好與黃應貴(1993, p.164)

對「經濟人類學」或文化經濟學的期待相符合。

此外，新文化經濟學堅持理性行為預設，認為文化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並以

文化成本做為理解人類行為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文化成本概念出發，

可以對抽象的文化概念進行實證的命題來解釋大量與文化理念有關的社會現象，

也可深入分析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繫。例如Ronald Inglehart(2004)

進行世界價值觀調查，發現文化觀念、宗教傳統、社會信任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

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Lawrence Harrison(1985)應用大量的案例顯示，多數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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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國家的文化成為發展的一大障礙。David Landes(1998)對五、六百年來富國

和窮國的歷史分析後，認為文化會使局面完全不一樣。這樣的結論正好與黃應貴

(2008, p.281)對文化特殊性與人類理性之普同性的內在矛盾的說法相同。不同的

是，新文化經濟學並未因此忽略經濟行為本身，使得新文化經濟學得以引進時間

維度，強調文化變遷與制度變遷、技術變遷的關係研究。在引入經濟史和文化史

的資料時，文化變遷理論還有助於理解歷史上存在的大量經濟增長與停滯、收斂

與擴散的現象，擴展人們對於經濟效率的理解，使新文化經濟學在解釋長期的歷

史事件中具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經濟史與文化史的文化變遷研究策略

正也是經濟人類學的特點。

肆、學科的轉變與學科整合的契機

1980年代，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皆出現研究取向

的轉型，各自發展出「經濟人類學」與新文化經濟學，各累積更多田野資料與經

驗研究外，也試圖突破母學科與次學科的限制，互相向對方的學科界線及1980年

代後的研究成果靠攏。這樣的轉型具有多層的意涵，其中以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

理解以及對學科預設的突破，這兩方面最為明顯。

一、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解

近年來在研究議題上，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也有逐漸相互靠攏的現象

出現，生產、分配、消費、金錢、商品經濟、經濟理性與倫理等變成共同的研究

議題。在當代的經濟脈絡下，融入文化經濟的概念，不只集中在文化商品化、消

費、跨國流動，更從微視跨到鉅視，找回經濟與文化之間更多元的關係。

經濟人類學將經濟從文化的範疇中獨立出來，經濟不再是文化變遷的依變

項，並賦予文化以更積極、創造的角色，強調當地人觀念以及客觀的結構如何為

人們主觀的理解，探究文化結構與意義體系。隨著資本主義在強度及本質上的轉

變，文化等非經濟因素反成為探索經濟的一扇窗，經濟人類學加入當代消費的論

述後，更在歷史脈絡與權力關係中探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問題。

Pierre Bourdieu(1984)認為在任何社會場域中，行動者都會去追求特定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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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累積其所擁有的資本，遵循利潤極大化的經濟邏輯而從事一般所謂的經濟行

為。文化場域也不例外，文化活動同樣牽涉到文化資本的積累、文化生產的競

爭、與文化消費的取用。在Bourdieu(1990)看來，整個生活世界就是一個大型的

經濟學世界。我們的日常生活言行都應該被視為經濟的實踐，這樣的取向給予文

化與經濟更多可能性。經濟人類學的發展仰賴其提供的文化觀念能否增進對於研

究對象之文化性質的理解。在解釋上的效力也須視其分析能否解釋當代資本主義

的運作邏輯而定。經濟人類學將文化與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的分析路徑，正好與文

化經濟學相符合。

然而，文化經濟學家在採用文化概念，面臨無法科學化的問題時，採借認

知理論，並試圖透過具體的觀察，釐清不得不用卻很難定義的文化概念。考量文

化因素時，所分析的材料比標準價值分析還多，使經濟系統的研究已經非常接近

經濟人類學。為更理解經濟體系的運作和執行，新文化經濟學家將注意力轉向價

值、規範、文化或認知的概念與議題(Herrmann-Pillath, 2000, p.31-39)。但是，人

類學仍認為只能透過文化觀察的方法來觀察文化，反對文化可被任何具體物件直

接觀察的假定。再者，文化經濟學對文化的概念傾向於單一的、物質的、具體化

的、人們所擁有的部分，使得新文化經濟學出現過度簡化文化的影響性以及忽略

文化的內部差異等問題。依前面的討論可以理解，這樣的文化概念源於經濟理性

的預設。從學科史角度，新文化經濟學者已能接受在經濟現象背後「文化」的運

作。尤其，新文化經濟學認為文化價值是內存於事物或其他文化現象中，其存在

乃獨立於消費者對此事物的回應之外。再者，文化價值的某些特徵無法以偏好方

式來表示。此外，衡量某些文化價值特徵的尺度，也許無法轉換為貨幣單位，卻

可以用文化價值評價的協商過程來衡量，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和互動(Throsby, 

2003, p.40-42)。這類研究明顯試圖回歸實際脈絡的行為者及其文化進行考量，這

對經濟學的原有預設，無疑跨出相當重要的一步。同時，新文化經濟學對地方性

的價值體系已開始具有民族誌的基礎與特徵，加上「經濟人類學」與新文化經濟

學各自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解，及其適用範圍，使得相互之間的重疊處逐漸增

加，為學科整合增加更多可能性。

二、對學科預設的突破

學科的基本預設是一個學科與其他學科做出區別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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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與索引的基本項目，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學科的基本預設經常也是理論

與議題發展上的限制所在。因此，對學科預設的突破更可以視為跨學科之間分裂

與混交(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的具體實踐。

在經濟人類學方面，人類學以小窺大的方法論，試圖透過相對較小與少數的

群體或區域，作為認識整體或更大區域的基礎。尤其從一九五O年代的芝加哥學派

對印地安村落的經濟研究(Marriott, 1955, p.171)到Robert Redfield(1956)對小傳

統與大傳統的理解方式，成為經濟人類學在微觀與鉅觀之間的辯證來源。然而，

Nurit  Bird-David(1992)認為針對地方性模式的分析並進行民族誌的論述，這樣

的經濟模式不能用於全球範疇內不同經濟體的比較，只能算是一種分析工具與方

法。1980年代受文化論與詮釋取向(Geertz, 1979, 1984)的影響，經濟人類學將研

究的範圍轉向過程與實踐，因為經濟行為必須歷經過程與實踐才能獲得意義與價

值，並且保持地方性觀念的特性及其相互間的緊張對立，以提供比較性的視野，

從中摸索適當的分析立場，且不輕易地歸納出普遍性的原則。

在文化經濟學方面，在傳統經濟學中，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及消費者偏好

都在價值判斷之外，並視為給定的。個人的價值觀、理想、個性全部被抽象化，

忽略人類行為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儘管經濟學者觀察到與理性以及自利最大化的

矛盾現象，但是確切提出解決的並不多見(Sen, 1977; Margolis, 1982)。當新文化

經濟學將文化價值觀元素加入人的行為變數時，導致理性行為呈現出複雜表現，

擴大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更重要的是，文化價值觀元素的引入，迫使經濟學家去

思考和面對偏好穩定的預設是否合理。這樣的脈絡使得賽門(Simon, 1982)試圖透

過有限理性的概念，以社會人取代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預設，以認知偏

差的概念對行為主體的理性假設進行修正。

由於對理性假設進行修正，引發許多來自經濟學內部的質疑。如North(2000)

認為，新文化經濟學仍屬於以交易成本模式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文化經

濟學分析本身並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展開。面對這樣的挑戰，由於對文化價值

觀的觀察和比較有其難度，於是新文化經濟學借助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

nomics)的方法進行大量的實際調查，從現實中去發現基本經濟原理及其預設前提

的侷限條件及其影響。新文化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共同借用人類學的方法論，不

再設計更嚴密控制的實驗，而是允許不同人類行為存在，並觀察人們不確定的價

值觀與他們生活的實際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以便觀察人們如何做出回應以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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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經驗的啟發下修正自己的行為。如John List(2003)透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所

收集的資料做為依據，修正經濟學對個人行為的理性預設。

許多研究更發現經濟人的預設有必要修正。John Kagel ＆ Alvin Roth(1995)

將人類的決策與判斷的心理學研究引到經濟學，人類在真實市場中使用真實的金

錢並非依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交易。Ernst Fehr ＆ Simon Gächter(2000)發現互

惠性的廣泛存在，主張人類不但關心自身的利益，也關心他人的利益，呈現人性

的複雜性以及人類多元的價值觀。Colin Camerer(2002)以人的非理性行為論證決

策的不確定性。這些研究對自利最大化的預設形成經驗的挑戰(Fehr and Schmidt, 

1999)，Gary Becker(1996)把利他行為寫進個人效用函數，主張效用最大化代替

財富最大化。這些研究成果將經濟人重新定義為可犯錯誤的、有學習能力的行為

者，這種操作化的定義更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的合理性。

經濟學家也開始與人類學家共同合作，試圖突破理論預設的困境。如Joseph 

Henrich et al,(2001, 2005)集合十二位人類學家與經濟學家，在十五個具經濟與文

化差異性的小型社會中進行跨文化研究，討論經濟學中自我利益最大化模式的預

設。研究發現，以自利模式為基礎的預設並無法解釋所有的社會，且個體層次經

濟以及人口學的變異無法解釋團體內或跨團體的行為。這一系列的研究，已經為

兩學科的整合以及修正理論的試驗，做出良好的開端。

即使1980年代之後，人類學與經濟學在整體上並沒有明顯的交集，但是，在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的次學科上，卻有研究取向的接近。這樣的接近來自雙

方對學科預設的反思與修正，經濟人類學將經濟融入當地人觀念、文化結構與意

義體系中；文化經濟學則開始探索主觀認知詮釋與個人心理的層面。在問題意識

與議題的趨同下，更邁向方法論與知識論的整合，發展出更適合當代具歷史與整

體的分析。

當然兩學科之間還是存在差異性：首先，經濟人類學帶有從異域比較的觀

點，可以看到對文化的反思。但是，經濟人類學文化商品化的理論只看到文化

物，文化象徵被具體化成商品，注意到對物的消費，卻未考慮到行銷面、參與人

數、經濟規模、影響範圍以及對整體經濟影響，也就是經濟產業的面向。再者，

文化經濟學試圖將文化納入經濟學的討論範圍，但是他們所納入的文化概念與人

類學之間的文化概念仍存在不小差異。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以經濟人類學進行議題的擴大和經濟面向的整



 
 
 
 
 
 
 
 
 
 
 
 
 
 
 
 
 
 
 
 
 
 
 
 
 
 
 
 
 
 
 
 
 
 
 
 
 
 
 
 
 

 

對文化與經濟的思索：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的跨學科對話

-  89  -

合，以及文化經濟學加入文化議題的論述，並且納入變遷的探討，這些趨勢與取

向正是本文所指的跨學科整合的可能性。總之，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勢必在

全球化的文化動態中，深化對經濟學理論的應用以及對文化意義詮釋的理解，才

能因應新經濟型態對當代學術的挑戰。

伍、跨學科對話的議題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在問題意識上有趨近的現象，雖然透過實驗經濟學

產生人類學與經濟學的合作機會，但在議題上卻無法展開其對話的深度，找到兩

個學科共同研究的議題，成為下一階段的思考方向。筆者認為，遺產經濟(her i-

tage economy)是個不錯的議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遺產的概念，透過一套被普遍認可的跨國架構，

產生新的論述脈絡，使遺產成為跨學科的熱門議題。遺產的概念承載兩種不同的

意義；首先，遺產結合自然、文化與地景，是地區與跨區域的關注焦點，保留人

們所需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並傳承到下一世代。其次，遺產是一種經過試鍊後的

遺產產業 (her i tage industry)，它變成一種為商業目的，對過去進行開發與操控

(Loulanski, 2006, p.207-233)。由於，遺產是巨大的象徵財產，出現許多對遺產認

同與歸屬型態的探討(Graburn, 2001)，為因應不同文化特性的遺產認知，賦予遺

產不同的理解面向以及不同的價值變化(Copeland, 2006)。這樣的遺產論述，使得

遺產定義不斷隨著遺產化而修正，呈現出遺產意義的可變動性(Masser, Svidén and 

Wegener, 1994, p.31)，更使得遺產做為特殊的資源性，可以依據不同社會和群體

的需要進行發掘、開發、利用、交換和交易。

遺產是文化對象，也是經濟載體，是文化象徵，更是可交易的商品，適合人

類學與經濟學的觸角。雖然遺產經濟尚未形成一個確立的學術詞彙，不同學者卻

已透過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尤其針對遺產的政治經濟分析、公共財分析，以及

遺產觀光。

在政治經濟方面，Alan Peacock(1998)分析政府介入遺產的客觀性，包括如

何決定投入大量資源，以及區分哪些歸於公部門，哪些交給私人管理。試圖將遺

產經濟的概念在公部門的管理之外，加入更多當地人的文化概念與意義體系。Ilde 

Rizzo ＆Ruth Towse(2002)認為除了政府的介入之外，議題更需延伸到供給誘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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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混合資金、多樣產出、選擇權價值、進入門檻(ac-

cess pricing)等，才能使得遺產經濟的政治經濟面向更為完整，也才有可能讓當地

的意義結構被更完整地理解。Ezre Mishan(1969)提出具人類學的分析，強調觀光

中主客之間的交易可以用「位置財」(positional goods)來理解，以位置的概念呈

現與財貨的關係；個體在消費位置財時的滿意度並非可擴張(expandable)，而是仰

賴與他人的相對位置來決定。Robert Healy(1994)將這樣的概念擴展到共享資源管

理的探討，原本視為公共財的觀光資源，必須考慮人的因素(而非訴諸市場失靈)，

因而必須將當地的社群納入分析中。然而，希利將觀光與共享資源理論接軌，卻

忽略觀光活動本身的特殊性。Helen Briassoulis(2002)認為希利定義的觀光資源僅

限制在視覺景觀且將之同質化，未能把觀光涉及的利益關係者與多重的財產權考

量在內。Briassoulis(2002)認為觀光活動是一個跨越不同社會分類的系統，許多因

素都會影響觀光資源的性質與經營成效。在這個意義上，觀光研究與共享資源理

論的結合不是仰賴後者能對前者提供多少解釋力；而是透過兩者的特點來掌握社

群、制度、觀光資源與觀光系統間相互界定的動態關係。

公共財方面，討論遺產保存與經濟價值的爭議議題：保存的動機關注於過渡

供應、保存與維持的高經濟成本，以及缺乏足夠的收入以平衡成本。為了回應成

本利益的爭議，保存論者經常正當化它們的行動，說明增加經濟價值，如工作機

會、增加資產價值、促進經濟成長等，但是，在實際執行上，通常僅提供非市場

價值，如美學、文化、選擇權(option values)、資產、既存價值(existence values)

等(Sable and Kling,  2001)。為了修正公共財概念對非經濟面的缺乏，Michael 

Hutter & Ilde Rizz(1997)認為遺產是公共財，但是其價值會隨著不同的區域層級

而有所不同。加入主觀認知詮釋與個人心理的層面之後，遺產的整體經濟價值不

僅是使用價值，如訪客數與門票收入；更包括選擇權價值，依賴於不確定的本質

與個人的態度；以及遺贈價值(bequest values)，表現在個體為下一代能享受遺產

所願意償付(willingness to pay)；與既存價值，反映出個體雖未期待能夠親自到達

卻願意償付(Peacock, 1998; Hutter & Rizzo, 1997)。為了加入更多文化經濟層面

的探討，Karin Sable ＆ Robert Kling(2001)提出雙重公共財(double public good)

模式，從私人市場價值到社會非市場價值，特別是遺產成為社會認同的媒介、變

遷的動力、文化持續性的證據等，呈現完整價值光譜。

在遺產觀光方面，遺產使用、經驗與產品的消費、觀光產業以及觀光客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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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構成遺產觀光。遺產管理與觀光產業產生之間，產生互補與衝突的

複雜關係(McKercher and du Cros, 2002, p.6)。Alexandra Arellano(2004, p.67-

68)在秘魯的馬丘比丘的研究，觀光化與遺產化使得遺產成為文化產品 (Laenen, 

1989)，提高遺產的可消費性，也加速和加遽了商業的競爭性(Hewison, 1989)，

遺產除了成為多方共同獲取與競爭的符號選擇外，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也開始投

入製造遺產膺品(Uzzell, 1989)。David Inglis ＆ Mary Holmes(2003)以蘇格蘭的

愛丁堡為例，在觀光脈絡下，大眾客製化所呈現的全球化商品，使得當地遺產的

意義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與誤解。Myriam Jansen-Verbeke(2009, p.934)也發現，

地方政府鼓勵企業發展該地區的觀光潛力，在觀光資源評估過程中，官方與企業

都期盼能夠與當地利益相關者，透過協商達成一致的意見與共識，但是實際操作

上，卻很難達成。因此，在標準化的同質性、文化商品化與當地的自主性降低的

前提下，Robert Hewison(1989)以及Bob McKercher ＆Hilary du Cross(2002)提出

警告，遺產的危險正好來自於遺產產業，衝突是在內於文化遺產觀光。

遺產經濟所延伸的範疇很廣，如何在兩學科的問題意識與理論修正歷程中，

產生更多論證，是雙方必須加強的學術工作。從現有的研究可以看出，經濟人類

學與文化經濟學已透過當地觀念及個人主觀層面進行探討，如果加強歷史脈絡與

跨地點遺產意義比較的話，或許可以呈現更為豐富的研究面貌。

陸、結論

隨著多元化與複雜化的全球化歷程，原有分析策略與學科分界面臨相當多的

挑戰。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以及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在具跨學科的次學科

背景中，透過更多元與更深度的反思母學科的預設及其限制，邁向更為策略性的

學科整合方向。此外，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不僅是理論修正與跨學科採用

的方向相似，在理論上與方法上也有逐漸趨同的現象，對於經濟與文化關係的實

質分析能力提升，不失為令人興奮的發展，兩個次學科之間的分裂與混交儼然成

形。

本文透過提出遺產經濟的議題，試圖在兩學科的議題交會處，承接兩學科各

自的問題意識，並期待能形成跨學科研究與理論對話。不過這樣的對話是否能從

次學科的研究累積，影響回母學科的理論，是後續值得繼續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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